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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康区贸易管控及其原因探析

李志英　 田茂旺

　 　 ［摘要］明末清初，打箭炉及金沙江地区作为贸易重镇，逐渐成为蒙藏贸易集散地和交

往通道。 吴三桂叛清后，清政府在无力用兵青藏地区的态势下，对这一日益兴盛的蒙藏贸

易重镇区忧虑有二：一是忧心蒙古人以贸易为由头，通过这些区域与吴三桂勾结，使得大势

已去的吴三桂流窜到青海、西藏一带；二是担心大量的战马通过茶马互市流动到吴三桂等

反清势力手中，对清朝有所不利。 是故，为防御蒙藏联合势力南扩过程中，与吴三桂及其后

继者形成联合态势，阻止吴三桂等反清势力向青藏地区逃窜，清朝于 １６８１－１６８３ 年对打箭

炉、金沙江等地区的蒙藏贸易活动实行了强有力的管控措施。 其措施主要是在丽江、鹤庆、
金沙江、中甸、打箭炉等地相继颁布贸易禁令，以此控制蒙藏在云南周边区域贸易活动。 这

一贸易管控措施使得蒙古在康区的贸易范围大为缩小，并以大量康区蒙古驻军撤出为条

件，再次换得有限的贸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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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清初以降，康区之打箭炉、金沙江等地

逐渐成为汉蒙藏贸易、政治、文化、宗教交往的

要冲之地和中间地带。 特别是 １７ 世纪七八十

年代，正值蒙藏联合势力在康区南部扩展之际，
又逢吴三桂叛清。 在此背景下，康区逐渐成为

满清、蒙、藏势力接触和竞争的中间区域，打箭

炉和金沙江的贸易活动遂成为蒙、藏、汉、满之

间交往和交流的重要经济兼政治活动。 因此，
清朝对此区域的贸易活动亦异常留心。 有关清

前期对打箭炉贸易管理机构的设置、时间、税
务、关税等问题既有研究已经有了充分的认

识①，但就 １６８１－１６８３ 年清朝对打箭炉及其周边

区域贸易管控的原因、措施及其过程，既有研究

尚未论及。 本文依据相关汉、藏及满文文献，围
绕 １６８１－１６８３ 年清中央政府管控康区贸易事

件，通过梳理贸易管控事件，探索贸易角逐事件

背后的康区政治格局的演变情况，以期能增进

对清朝早期在康区实行贸易监管的概貌认识。
一、作为贸易集散地的打箭炉与金沙江

地方

明末清初至 １６８１ 年间，康区之打箭炉、金
沙江等地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了

蒙藏贸易集散地和商旅往来的重要通道。 首

先，明末清初，私茶贸易日益兴盛，茶马贸易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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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由黎州等地西移至打箭炉一带②，打箭炉遂成

为茶马贸易的重要区域及西藏地方僧侣、商人、
朝圣者出入藏地的交通要冲与枢纽地。 乾隆

《雅州府志》载：“自明末流寇之变，商民避兵祸，
渡河携茶贸易，而乌斯藏亦适有喇嘛到炉，彼此

交易，汉番杂处。 于是，始有坐炉之营官，来往

贸易，诸番叠经更替。” ［１］早在 １７ 世纪三四十年

代，从西北入藏的通道被林丹汗、却图汗、白利

土司三者分别把控，许多安多人选择从打箭炉

入藏③，打箭炉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这一重要性

首先被五世达赖喇嘛所认识到：
“东方打箭炉（ｓｈａｒ ｄａｒ ｒｔｓｅ－ｍｄｏ）在汉藏交

界之地，税赋收入及物产都比其他地区丰富得

多，是一殊胜之地，但是以前没有很清楚地确定

其归属和分界，因此将该地区的属民划给高贵

善业之处密法寺院噶丹卓盘林作为新的香火庄

田，供给五十余名僧人的薪俸，并建立管理该地

商人的规矩。”④

打箭炉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相较于康区其他地区而言，有丰富的物产及

较高的赋税收入；二是打箭炉在贸易方面的优

势。 其地处汉藏交界处，是南路边茶输入藏地

的必经之地，这些贸易不仅为西藏提供茶等日

常所需物资，还是其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 据

年羹尧调查，“达赖喇嘛向差人赴打箭炉贸易，
每驮向叉木多、乍丫、巴塘、里塘居住喇嘛索取

银两不等，名为鞍租” ［２］。
其次，蒙藏在金沙江等地的贸易也逐渐兴

起。 其贸易区域主要包括：鹤庆、北胜州（今永

胜县）、丽江、中甸等地。 其中， 顺治十八年

（１６６１ 年），达赖喇嘛与罕都二人请互市于云南

北胜州，［３］获允后 ，“西番、蒙古之马由西藏入

滇者千万匹。” ［４］ 蒙藏商人往来于滇藏之间，贸
易空前繁荣。 １６６３ 年兵部尚书明安达扎等为北

胜州茶马互市如何征收税例等进行规划，可知

北胜州的茶马贸易之兴盛。［５］ １６７４ 年通过嘉夏

寺事件，中甸再次成为和硕特蒙古和西藏地方

政府的控制区域后，在中甸一带已有专门的官

员管理经商之事。 此外，根据满文文献记载，蒙
藏在滇西北地区的贸易区域包括：金沙江（ ｇｉｎ
šａ ｇｉｙａｎｇ）、建塘（ｊａｎ ｔａｎｇ）、云齐站（ｙｕｎ ｋｉ ｊａｎ）、
吉章（ｇｉ ｊａｎｇ）等地。⑤其中 ｇｉｎ šａ ｇｉｙａｎｇ 即金沙

江；建塘为藏语 之音译，即中甸，包括今云

南中甸、德钦、维西部分地区；虽尚不清楚云齐

站和吉章在何地，但这些地方几乎涵盖了蒙古

和西藏在滇西北的互市区域。
二、１６８１－１６８３ 年清朝在康区的贸易管控

清朝对打箭炉的贸易管控问题关注较早，
始于 １６７８ 年。 １６７８ 年二月间，康熙听闻吴三桂

与达赖喇嘛在打箭炉茶马互市后，随即发函质

问五世达赖喇嘛。［６］同年十一月间，清朝收到了

五世达赖喇嘛的相关回复，确认了确有部分蒙

古人在打箭炉一带经商。 但清朝并没有立即采

取措施，而是在 １６７９ 年，著议政王大臣就茶马

互市之事进行察议具奏［７］７５－７６，正式将打箭炉一

地的贸易问题纳入讨论和处理。 从现有的史料

来看，清朝中央政府在 １６８０－１６８３ 年间，首先对

打箭炉实行了贸易管控。 这可以从 １６８４ 年，达
赖喇嘛⑥就康熙禁蒙古在金沙江等地贸易的回

函可以看出：
ｄａｒžｅｎｄｏ ｊｅｒｇｉ ｂａ－ｉ ｈūｄａšａｒａ ｂｅ ｎｅｎｅｈｅ ｇｅｓｅ

ｙａｂｕｂｕ ｓｅｍｅ ｄｅｒｇｉｃｉ ｓａｉｎ ｇｏｓｉｎ － ｉ ｈｅｓｅ ｗａｓｉｍｂｕ⁃
ｈｅｄｅ．ｕｍｅｓｉ ａｍｂｕｌａ ｕｒｒｇｕｎｊｅｈｅ．［７］

译文： 兹奉圣上慈旨， 仍前开复达怎多

（ｄａｒžｅｎｄｏ）等地贸易，不胜喜忭。
其中，满文“ ｎｅｎｅｈｅ ｇｅｓｅ” 意为 “像从前一

样”，说明达怎多（打箭炉）贸易在达赖喇嘛上该

奏疏前一度被禁止，直到 １６８４ 年才再次得到了

开复。 结合上文提及的 １６７９ 年康熙着议政王

大臣会议讨论五世达赖喇嘛的奏疏条中包含

“茶马互市”一事来看，打箭炉禁贸的时间应在

１６８０—１６８３ 年之间。
在金沙江沿岸地区的贸易管控则始于 １６８１

年。 １６８１ 年 ６ 月间，清朝中央政府首先对丽江、
鹤庆、金沙江、中甸等地颁布了贸易禁令：

据（李发美———笔者注）称在鹤庆、丽江、金
沙江（ｇｉｎ šａ ｇｉｙａｎｇ）等地有蒙古人等往来经商。
等语。 此等地方，原并无蒙古人等往来经商之

事，逆贼吴三桂叛乱后，唯恐蒙古从其背后掠夺

进犯，送银子、财物等东西，在中甸（ ｊｕｎｇ ｄｉｙａｎ）
设置伪官行商。 今，令唐古特、蒙古等在原先经

商之西宁等地经商，停止在金沙江等地行商。
今在金沙江等地行商之人，全部撤回原地。 由

此特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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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贸易禁令持续两年之久，直至 １６８３ 年

金沙汇等地的贸易才得以开复，但开复过程并

不顺利。 从 １６８４ 年五世达赖喇嘛的奏疏来看，
康熙虽然在 １６８３ 年五月间同意开复金沙江等

地的贸易，但云南地方政府依旧在金沙江地区

实行贸易禁令。［８］３０３－３０６ 直至 １６８５ 年，二者才在

金沙江贸易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以东科尔呼毕

勒罕为贸易开复者，掌管、协调金沙江贸易，⑦金

沙江等地贸易最终得以开复。
但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清初以来，清朝在青

藏地区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册封和硕特蒙古首领

固始汗，承认其在青藏地区的权益，对整个藏区

实行间接统治。 在康区，清朝中央政府统治的

实际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行动中： １６６６
年，授予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原职，允准其驻

扎打箭；［９］１６７０－１６７３ 年间，敦促五世达赖喇嘛

解决罕都事件；［７］［８］１６８１ 年，允准长河西鱼通宁

远土司之子蛇蜡喳巴袭土司之职。［１０］与之相反，
蒙藏联合势力历经固始汗、达赖巴图尔台吉及

罕都、扎什巴图尔台吉的经营和拓展，控制着康

区玉树通天河流域的达木（ ＇ｄａｍ）、巴塘（ ＇ｂａ ＇
ｔｈａｎｇ）、理塘（ ｌｉ ｔｈａｎｇ）、磨西、中甸（ｒｇｙａｌ ｔｈａｎｇ）
等康区大部。⑧在此政治军事格局下，清朝中央

政府为何在金沙江沿岸及打箭炉突然实行贸易

管控？ 笔者仔细梳理汉、藏、满三种文献后发

现，这与吴三桂叛清事件密切相关，下文将对此

做具体分析。
三、吴三桂叛清与清朝对蒙藏在康贸易探

查与管控

（一）吴三桂和清政府同时争取五世达赖喇嘛

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 年）年底吴三桂举兵叛

清后，清朝立即派遣员外郎拉笃祜（ ｌａ ｄｕ）、喇嘛

朱拉齐（＇ｊｏ ｒａ ｃｈｉ）等前往五世达赖喇嘛处，寻求

军事援助。 拉笃祜一行于康熙十三年 （ １６７４
年）七月左右带回了达赖喇嘛出兵援助的回复。
康熙甚喜。 于同年八月初三日给川滇黔等地文

武官员、军民土司、苗蛮番彝人圣谕，宣布了蒙

古兵力的援助，并对蒙古兵进入的后勤、路线等

作出了相应安排。［１１］ 清朝笃定蒙古出兵的主要

依据是五世达赖所说之“杨打木、结打木二城系

我二噶尔麻之地，今为吴三桂所夺，我即遣兵攻

取”。⑨然而，此事实际上是指五世达赖重金请求

扎什巴图尔台吉出兵平叛中甸嘉夏寺（ ｒｇｙａ ｂｙａ

ｄｇｏｎ）之乱一事，而拉笃祜等人却将其理解为达

赖喇嘛将派遣达赖洪台吉出兵援助之意。 从五

世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角度来看，１６７４ 年扎

什巴图尔台吉前往中甸地区叛乱是其势力在中

甸地区的扩张过程中极为重要的行动。 然而，
清朝却将该事件看作是罕都在云南地区叛乱的

余波，并未放在心上，致使其对五世达赖此次是

否出兵作出了错误判断。 五世达赖在 １６７５ 年

三月初八日的自传中记叙道：
本堪卓在汉藏交界地区进行骚乱。 清朝皇

帝谕令将其驱逐出去，我等便遵旨行事，完成了

使命，并受到奖赏，初八日我接受了大皇帝的谕

旨以及赏赐用的一百三十五两黄金制作的曼荼

罗、重约一百两的细腰带、银茶桶、马蹄银四百

一十两，库缎二百匹，镇日吉祥哈达和八吉祥微

哈达共五百余条等物品。” ［１２］１２７

从这一段记叙可以看出，蒙藏联合势力

１６７４ 年在中甸地区的行动不过是为平息嘉夏寺

为首的噶举派叛乱。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并没

有将此行动看作是助清朝中央政府“讨逆”为契

机的平息活动，而是将其看作是罕都事件的一

部分，对五世达赖喇嘛等格鲁派僧人进行了大

规模的封赏，对达赖喇嘛出兵讨逆之事深信不

疑。⑩

同时，吴三桂亦与清朝采取了相同的措施。
于吴三桂而言，和硕特蒙古控制着离吴三桂最

近的中甸地区，一旦蒙古出兵助清，将会腹背受

敌。 这在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 年）八月一段满文记

载中可以看出：逆贼吴三桂叛乱后，唯恐蒙古从

其背后掠夺、进犯，送银子、财物等东西。�I1

清朝的这段推测很好地阐释了吴三桂面临

的困境。 《滇云历年传》亦载吴三桂割据喇普等

地贿 赂 蒙 古， 主 要 是 因 为 “ 惧 其 趁 机 而 内

扰” ［１３］２１２。 因此，吴三桂亦于同年六月初六，派
遣使者携礼来到五世达赖处，其主要目的是“呼
请达赖喇嘛一同叛清，出兵相助。”�I2这从汉、藏
文史料皆可看出。 五世达赖喇在给吴三桂的回

复中说：“我在梦中也没有起过犯上作乱之心”
在记述吴三桂七月的来访中亦写道：“与上次来

的信使相同，他们都是担任军事要职的人” ［１２］１７４

可以看出，吴三桂遣使到拉萨的目的与清朝相

同———争取五世达赖喇嘛及蒙古的援助。 《蒙
文老档》中亦载：“尔（指达赖喇嘛）奏言，前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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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遣使称，愿同土伯特、蒙古结盟”、“吴三桂先

后遣人来，小僧只是回赠礼物，遣兵之事，只字

未提” ［７］７６、８０等说明了吴三桂遣使至拉萨的主要

目的是与格鲁派及蒙古结盟。 由此，五世达赖

喇嘛成为了清朝和吴三桂双方积极争取的对

象。 因此，五世达赖喇嘛的态度变得尤为重要。
（二）康熙的疑惧与探查、管控

然而，从汉文、藏文及满文材料来看，五世

达赖喇嘛在该事件中试图保持中立。 康熙十四

年（１６７５ 年）四月左右，在吴三桂叛清势力极盛

之际，蒙藏双方几乎同时拒绝了清朝出兵援助

讨逆。�I3五世达赖喇嘛将自己视作清朝与吴三桂

之间的调解人，一方面向康熙皇帝提出“若吴三

桂力穷，乞免其死罪，万一鸱张，莫若罢土裂

兵” ［１４］�I5的建议和请求，一方面接待吴三桂先后

来访的使者，以佛教教义劝诫吴三桂“不可胡作

非为”，并提出“西藏人不愿出力支持交战的双

方”，明确了其中立的态度。［１２］１４９这一态度让康

熙皇帝充满了愤懑和疑惧。 康熙一则对达赖喇

嘛将其与吴三桂等同视之恼怒不已；二则十分

担心蒙藏联合势力助吴三桂叛清。 再者，吴三

桂出于同样的心态，在五世达赖喇嘛拒绝其请

求后，又多次携带礼物、黄金等出使拉萨，�I4力保

五世达赖喇嘛不派兵援助清朝。 同时，吴三桂

还在中甸宣传“图伯特兵不久将到，土伯特赐吴

三桂以盛誉”等谣传，［１５］ 为其叛清造势。 这再

次加剧了康熙皇帝对五世达赖喇嘛及蒙古动机

和动向的猜忌。
康熙的猜忌是非常合理的。 首先，在清朝

求助五世达赖喇嘛期间，吴三桂及其叛军攻势

日演愈烈。 １６７４ 年，陕西提督王辅臣在羌州反

叛，兰州、临洮、定边等地相继失守；［１６］吴三桂旧

属吴之茂则以四川反叛，呼应吴三桂叛清，盘踞

于松潘一带。�I5若吴三桂打开青藏通道，与王辅

臣、吴之茂相呼应，清朝几乎将失去西北、青藏

大部地区。 这不得不令康熙小心谨慎地对待蒙

藏联合势力的动机与动态。 其次，虽然尚不清

楚吴三桂使者每次入藏的路线，但 １６７５ 年正月

间，其使者通过打箭炉向达赖喇嘛赠送黄金，并
给达赖汗赠送黄金和书信，［１２］１６６清楚地说明吴

三桂使者通过打箭炉地区进藏，与五世达赖在

打箭炉已有一定贸易交往。 金沙江、中甸、丽
江、鹤庆等地如前文所述，正是蒙古商人云集之

地，尤其是中甸地区，更是处于和硕特蒙古的紧

密控制下。 打箭炉、中甸、金沙江等地极可能成

为蒙古与吴三桂交往和勾结的中间地带。
此外，恰在五世达赖喇嘛等拒绝出兵援助

奏文送达后，１６７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甘肃巡抚花善

等奏报一部分蒙古人在洪崖堡作乱的情况，［１４］

这更加剧了康熙对蒙藏联合势力与吴三桂合作

的猜疑。 实际上，居于青海的蒙古诸部乘三藩

叛乱之际，蠢蠢欲动，多次发生边界纠纷。 康熙

十三年（１６７４ 年），墨尔根台吉率部欲进驻大草

滩，被清朝拒绝。 青海的复杂形势，使得康熙帝

一面调兵遣将对甘州等地加强防守，一面敦促

五世达赖对蒙古犯边之事加以约束，并且对五

世达赖展开了暗中调查。［１７］ 对清朝中央政府而

言，同时兴起的三藩叛乱及时起时落的蒙古犯

边，迫使清朝此时在藏区尚无用兵可能，最好的

策略便是即使在未争取到五世达赖喇嘛援助的

情况下，至少也要保证蒙藏联合势力不会援助

吴三桂。 因此，康熙帝一面多次遣使前往五世

达赖喇嘛处，下敕责问五世达赖喇嘛与吴三桂

勾结之事，同时亦令地方官员暗中进行调查。
在秘密调查达赖喇嘛与吴三桂通使事件

中，１６７８ 年二月间，清朝在注意到了吴三桂与达

赖喇嘛在打箭炉贸易之事后，即发函质问五世

达赖喇嘛此事。［７］７６对此，五世达赖喇嘛在回复

中解释道：
四川打箭炉地方，土伯特人养马匹不多，故

马贩去者寥寥。 西宁有茶商经营茶叶贸易，蒙

古人为买茶，常派马贩携马与之交易。 所有汉、
土伯特、蒙古商人，都为获利而来，非为助吴三

桂而来也。［７］７７－７８

从五世达赖喇嘛的解释来看，确有部分蒙

古人在打箭炉一带经商，这使得清朝十分怀疑

这些蒙古人的目的。 清朝忧虑有二：一是担心

蒙古以贸易为由头与吴三桂勾结，使得大势已

去的吴三桂流窜到青海、西藏一带；二是担心大

量的战马通过茶马互市流动到叛清势力手中，
对清朝有所不利。 因此，清朝对康区贸易的蒙

古商人十分警惕。 这也是清朝地方官员极为忧

虑之事。 早在同年六月十四日，甘肃提督张勇

奏报称：
逆贼吴三桂馈遗达赖台吉等，交相连结，欲

图入掠。 且逆贼已知松潘、茂州番中有通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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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恐乘间隙侵我茶马之利。”�I6

彼时，清朝所运往西宁的茶叶，一部分需要

走松潘、茂州一道，而这一道原本是蒙古诸部经

常袭扰之地。 此外，“自吴三桂叛乱以来，吴之

茂盘踞松潘， 荼毒肆虐， 蹂躏地方， 困苦已

极”。［１８］�I6松潘一带的形势已十分危急，加之打

箭炉又传蒙古人经商之事，康熙帝十分关注蒙

古人在康区贸易一事。 在 １６７９－１６８０ 年，康熙

着令议政王大臣就五世达赖喇嘛的“茶马互市”
等奏书进行察议。 为进一步了解吴三桂在打箭

炉贸易情况，在刑部侍郎冯甦的建议下，遣能员

前往打箭炉地区打探情况。［１９］ 其打探的情况不

见于史籍记载，但清朝在打箭炉仅是探查防御，
并没有进一步措施。 １６８０ 年 ６ 月，康熙遣理藩

院郎中詹璧拉前往松潘等地侦探，其主要目的

之一便是刺探往来贸易者。�I7吴三桂于同年八月

病逝后，其继承者吴世璠亦试图联合蒙古及五

世达赖喇嘛，这令清朝并未放松对松潘、打箭炉

等地的防御。 １６８１ 年 ６ 月间，清朝从降将李发

美等处发现了吴世藩与达赖喇嘛的通信等物，�I8

确认了吴世藩与蒙古、达赖喇嘛之间的往来及

蒙古在金沙江一带贸易之事，立即颁布了贸易

禁令。 清朝中央政府试图通过这一贸易控制，
防御蒙藏联合势力与吴三桂及其后继者相勾

结，阻止吴三桂及其后继者打开青藏通道，流窜

至青海、西藏。 这可从 １６８２ 年六月二十六日，
桑杰嘉措以达赖喇嘛名义请求恢复金沙江等地

的贸易奏疏中可见一斑：
实际上，蒙古未曾从西宁运茶至鹤庆贸易，

等因，停止马市后，图伯特地方之间设防以来，
向有贸易等事，若停止，恐非按贸易律例所停

止。［８］４７３－４７８

从桑杰嘉措一再强调蒙古未曾从西宁运茶

至鹤庆交易及蒙古已停止马市来看，清朝所担

心的主要是蒙古以贸易为名，前往云南鹤庆等

地帮助吴三桂等叛清势力，为其提供大量马匹。
康熙在回复中也声称，此次禁贸的主要原因是

“昔日用兵之际，禁马市，皆因歹人贼盗，为禁止

其作乱。” ［８］５０４－５０６

综上所述，清朝中央政府突然在康区对蒙

藏贸易实行探查与管控，无不与吴三桂叛乱及

通使蒙藏联合势力有关。 在秘密调查五世达赖

喇嘛与吴三桂通使事件中，清朝无意中发现吴

三桂、蒙藏联合势力在金沙江、打箭炉等地彼此

贸易。 打箭炉、金沙江等地广大康区遂可能成

为吴三桂与蒙藏联合势力交往和勾结的中间地

带。 清朝为保证蒙古人不和吴三桂接触，阻止

吴三桂及后继者打开青藏通道，将打箭炉、金沙

江等贸易通道关闭。
四、余论

清朝这一贸易管控虽然并未根本上动摇蒙

藏在康势力，亦并未遏制蒙古在康区的进一步

扩张活动。 但在罕都事件后，清朝中央政府首

次对康区实行强有力的贸易管控措施，并由此

引发了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二者围绕

打箭炉、金沙江等地贸易问题展开长期争夺，这
让蒙藏联合势力在康统治开始受到清朝中央政

府的排挤，直接导致了蒙藏联合势力在康权益

受损。
第一，蒙藏在康可贸易范围缩小。 １６８１ 年

清朝中央政府实行贸易管控后，丽江、北胜州、
鹤庆等地贸易多次被关闭。 １６８６ 年，在云南总

督范承勋“以内地不便，请另在中甸立市” ［１３］２１４，
将金沙江一带贸易转移至中甸地区，蒙古相继

失去北胜州等地的贸易权力，其在金沙江沿岸

的贸易主要集中在中甸。 打箭炉一带，在贸易

管控之前，清朝对贸易区域并无范围限制。 贸

易管控后，二者在打箭炉的贸易区域有了一定

限制。 一条 １６９５ 年的满文材料记道：
据查，康熙三十年，敕谕达赖喇嘛奏称：打

箭炉之 ｃｅｒｇｉ ｈｏ、 ｊａｎ、ｃａｎｇ、 ｊｕｌａｎ 等地间照前贸

易。 但因为（敕谕）是蒙古文书，汉人似乎不知。
祈请 在 彼 方 汉 地 及 图 伯 特 间 颁 赐 汉 文 慈

旨［８］１２３、５１６。
从这一满文档案来看，清朝在贸易管控后，

在打箭炉的贸易市场主要 ｃｅｒｇｉ ｈｏ、ｊａｎ、ｃａｎｇ、ｊｕ⁃
ｌａｎ 四地。 这四地由于目前没有其他材料作比

对，尚不清楚其具体地理位置。 但可以肯定的

是这四地均在打箭炉（ｄａｒｊａｎｄｕ）�20地方，说明当

时在打箭炉地方可供蒙古、图伯特贸易的地方

被限制在上述四处。
第二，蒙古多地驻军被迫撤回。 １６８３－１６８４

年，清朝利用开复金沙江贸易，将在丽江、鹤庆、
云齐站的蒙古商人和兵丁基本撤出。 康熙颁布

谕令恢复金沙江等地贸易后近一年，金沙江一

带的贸易迟迟未开复。 在此情况下，康熙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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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１６８５ 年）十一月初一日，五世达赖喇嘛以

禁止此地蒙古马匹交易，撤回扎什巴图尔台吉

之军为条件［８］４７６－４７８，使金沙江贸易得以再度开

复。 从金沙江沿岸扎什巴图尔台吉的势力分布

来看，扎什巴图尔台吉的军队主要驻扎在中甸

一带。 但从铁羊年（１６９１ 年）甘丹颇章政府颁

给中甸桑杰土司的一份执照的开头明确提及了

“平乱往来部队”（ｄｍａｇ ａｒ ｊａｇ ｇｉ ＇ｇｒｉｍ ＇ｇｒｕｌ） ［２０］

说明驻军 １６９１ 年仍旧驻扎在中甸地区。 因此，
扎什巴图尔台吉驻军并没有彻底撤出中甸，可
能是从金沙江其他地方撤军，遗憾的是没有更

多的史料进一步说明这一情况。 但可以肯定的

是，清朝再度通过贸易管控，借达赖喇嘛之手使

部分蒙古驻军撤出了金沙江地区。
因此，从明末清初康区政治军事格局和地

缘政治格局来看，１７ 世纪中叶至 １８ 世纪初，在
和硕特蒙古与格鲁派联合统治藏区期间，清朝

中央政府并未对包括康区在内的广大藏区实行

直接有效的统治，亦未重视对这些区域的经营

和拓展。 但在吴三桂举兵叛清过程中，清朝中

央政府因担心蒙藏联合势力以贸易之名与吴三

桂勾结，被迫通过控制蒙藏在云南周边区域—
康区之打箭炉、金沙江沿岸的贸易活动，以此阻

止蒙藏势力与吴三桂联合，这直接导致了清朝

在 １６８１－１６８３ 年对康区贸易进行强有力的管

控，致使蒙藏联合势力在康区的贸易范围缩小，
部分驻兵被迫撤出。

注释：
①赖惠敏．清前期打箭炉关税对西藏寺院的

赞助［Ｊ］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２）；田茂

旺．清代早期确立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的原因探析

［Ｊ］ ．西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９（４）；田茂旺．论清代打

箭炉榷关的设置与管理制度变化［ Ｊ］ ．中央民族

大学学报，２０１９（２）；许存健．清代打箭炉关与川

藏商品流通［ Ｊ］ ．西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８（２）；苏倩

雯．明清时期打箭炉商人群体的历史考察［ Ｊ］ ．青
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７ 年；王海兵．跨越大

渡河：明至清初四川南路入藏茶道的市场的变

迁［Ｊ］ ．中华文化论坛，２０１７（５）等。
②《方舆汇编·职方典·天全六番部》载：

“汉贾远售求价，自沈、冷、嘉、岩，渐止打箭炉

焉。”见：蒋廷锡等．古今图书集成·卷六四六

［Ｍ］ ．上海、成都：中华书局、巴蜀书社，１９８８：
１３５６６；另参看：吴吉远．川藏贸易重镇—清代打

箭炉城的产生和发展 ［ Ｊ］ ． 《西藏研究》，１９９５
（２）：２８；王海兵．跨越大渡河：明末清初四川南

路入藏茶道的市场变迁［Ｊ］ ．中华文化论坛，２０１７
（５） 。

③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
马连龙译．五世达赖自传（上）［Ｍ］ ．北京：中国藏

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６７；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

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Ｍ］ ．兰
州：甘肃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９：３９．

④藏文原文为： ｓｈａｒ ｄａｒ ｒｔｓｅ ｍｄｏ ｒｇｙａ ｂｏｄ
ｋｙｉｓ ｍｔｓｈａｍｓ ＇ｄｕ ｓｇｏ ｃｈｅ ｚｈｉｎｇ ＇ｄｏｄ ｄｇｕ ＇ｂｙｕｎｇ
ｂｙａｓ ｙｕｌ ｇｚｈａｎ ｌａｓ ｃｈｅｓ ｃｈｅｒ ｒｍａｄ ｄｕ ｂｙｕｎｇ ｎａ＇ａｎｇ
＇ｄｉ ｐｈｙｉ＇ｉ ｂｄｅ ＇ｂｒａｓ ｍａ ｌｕｓ ｐａ ＇ｂａｄ ｍｅｄ ｄｕ ｓｔｓｏｌ
ｂｙａｓ ｃｈｏｄ ｙｕｌ ｒｎａｍ ｄａｇ ｍｉ ＇ ｄｕｇａｍ ｇｓｈｉｓ ｐｈｙｏｇｓ
ｄｅｒ ｇｎａｓ ｐａ ＇ ｉ ｓｋｙｅ ｒｇｗａ ｒｎａｍｓ ｍｎｇｏｎ ｍｔｈｏ ｎｇｅｓ
ｌｅｇｓ ｋｙｉ ｓａｒ ｂｋｒａ ｂａ＇ｉ ｂｙｅｄ ｐａ ｐｏｒ ｓｎｇａｇｓ ｇｒａ ｄｇａ＇
ｌｄａｎ ＇ｇｒｏ ｐｈａｎ ｇｌｉｎｇ ｇｉ ｃｈｏｓ ｓｄｅ ｇｓａｒ ｂｔｓｕｇｓ ｄｇｅ ＇
ｄｕｎ ｌｎｇａ ｂｃｕ ｓｋｏｒ ｌａ ｐｈｏｇｓ ／ ｔｓｈｏｎｇ ｐａ ｒｕ ｂａ ｓｏｇｓ ＇
ｄｚｉｎ ｔｓｈｕｇｓ ｂｚａｎｇ ｂａ ／ ／ ，见五世达赖喇嘛传（藏

文），北京：１９８９－１９９１（３）：９３．汉文译文可参看：
阿旺洛桑嘉措著，马连龙、马林等译．五世达赖喇

嘛传［Ｍ］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２６０。
⑤该奏折在其末尾明确说明该奏折写于四

月初一日，《＜内蒙古堂档＞中有关西藏档案目录

编译（一）》中的所载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六

日可能是收文时间，即该奏折于四月初一日—
十一月十六日送达了清朝。 见清内阁蒙古堂档

［Ｃ］ ．２００５（４）：１９０－１９５；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

史料选编［Ｃ］ ．２０００：１０５；陈岚、达扎力布．《内蒙

古堂档》中有关西藏档案目录编译（一） ［ Ｊ］ ．中
国藏学，２００６（１）。

⑥根据藏文文献记载，五世达赖喇嘛在藏

历水鸡年（１６８２ 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布达拉宫圆

寂。 在下文中，为保留档案的原始面貌，凡桑杰

嘉措以五世达赖名义书写的奏疏均保留五世达

赖喇嘛，不再一一指出系桑杰嘉措假托所作。
⑦该奏折在其末尾明确说明该奏折写于十

一月初一日，《＜内蒙古堂档＞中有关西藏档案目

录编译（一）》中的所载康熙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

日可能是收文时间，即该奏折于康熙二十四年十

一月初一日—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送达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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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见清内阁蒙古堂档［Ｃ］ ．２００５（４）：４７６－４７８；
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Ｃ］ ．２０００：１０９；
陈岚、达扎力布．《内蒙古堂档》中有关西藏档案目

录编译（一）［Ｊ］ ．中国藏学，２００６（１）。
⑧李志英．明末清初蒙古入康与康区政治格

局演变：基于满文和藏文材料的分析与研究

［Ｄ］ ．四川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１８；赵心愚．清初康

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与世纪之交的“西炉之役”
［Ｊ］ ．中国藏学，２０１７（１） ．

⑨邓锐龄先生在其文中已经将《起居注》与
实录中的差异列出，在此不再赘述，见邓锐龄．吴
三桂叛清期间同第五辈达赖喇嘛通史始末［ Ｊ］ ．
中国藏学，１９９８（４）。

⑩清实录·圣祖实录·卷四八［Ｍ］ ．康熙十

三年壬申条；康熙起居注［Ｍ］ ．康熙十三年五月

初十日．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１６７－１６８．五世达

赖喇嘛传 （藏文） ［Ｍ］ ．拉萨：拉萨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９（２）：３９２．

�I1此条译文亦收录于《五世达赖喇嘛档案

史料选编》第 ９０ 页，其译自于《内阁蒙古堂满文

档》，其给予的时间是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 年）八

月初四日，然而原文并没有收录时间和该奏折

书写的时间，在陈岚、达扎力布编纂的《＜清内格

蒙古堂档＞中与西藏有关的档案目录编译》中所

提供的时间是康熙二十年六月十三日，这可能

是根据蒙古文档案所记的时间，因此满文档案

并无时间记载，因《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

编》并没有提供其所译的原文，因此尚不清楚其

所书写的时间根据是什么。
�I2邓锐龄．吴三桂叛清期间同第五辈达赖喇

嘛通史始末［ Ｊ］ ．中国藏学，１９９８（４）；马林．五世

达赖喇嘛与吴三桂叛清事件［ Ｊ］ ．青海民族学院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４）；罗布．吴三桂与五

世达赖喇嘛—清初西南边疆多元关系之一角

［Ｊ］ ．思想战线，２０１７（５） ．
�I3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五十四［Ｍ］ ．康熙

十四年四月乙卯条；勒德洪等奉敕撰．平定三逆

方略·卷四十［Ｍ］ ．台北：大通书局，出版年份不

详．
�I4 吴三桂分别于 １６７４ 年正月十四日、１６７６

年 ３ 月派使者至达赖喇嘛处，见五世达赖喇嘛

传》（下）［Ｍ］ ．２００６：１６６。
�I5勒德洪等奉敕撰．平定三逆方略［Ｍ］ ．台

北：大通书局，出版年份不详；清史稿·卷六·
圣祖本纪一［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１８６．

�I6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七十三［Ｍ］ ．康熙

十七年四月乙未条；勒德洪等奉敕撰．平定三逆

方略·卷三十七［Ｍ］ ．台北：大通书局，出版年份

不详

�I7 其中“打箭炉”作“打折卢”。 见清实录

·圣祖实录·卷九十．康熙十九年五月甲寅条；
平定三逆方略·卷五十二；内阁起居注·康熙

十九年五月十三日条；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

史料选编［Ｍ］ ．２０００：８３。
�I8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九〇［Ｍ］ ．康熙十

九年五月辛丑条；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

关系档案史料汇编（２）［Ｃ］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

社，１９９４：２６０．
�I9 关于吴世璠割地贿赂蒙古、通使的记载

主要见于：《清实录》载：“大兵抵云南会城，伪将

军李发美举首逆贼吴世璠与达赖喇嘛伪书，以
鹤庆、丽江、二府降”（见清实录·卷九十六·康

熙二十年）五月辛巳条），说明吴世璠与达赖喇

嘛有书信往来；《民国中甸县志》载“康熙十六

年，吴世藩割中甸以赂藏藩，请其援助，殊不知

中甸地面已久为藏人占领也。”见段绶滋纂修．民
国中甸县志 ［Ｍ］ ．巴蜀出版社，１９９１：３；《圣武

记》：“及大兵围吴世璠于云南，世璠通信西藏，
割中甸、维西二地，求援于青海，其书亦为我军

所获，朝廷不之问也”见：魏源．圣武记［Ｍ］ ．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２０４。

�20 在康熙朝的满文献中，打箭炉一地有三

种写法：１、ｄａｒｊａｎｄｕ ２、ｄａ ｊａｎ ｌｕ ３、ｄａｒžｅｎｄｏ；三者

均通过汉语及藏语发音而来。

参考文献：
［１］曹抡彬．乾隆·雅州府志·卷十［Ｍ］ ．台

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９：２７１．
［２］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二［Ｍ］ ．雍正二

年五月戊辰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３］清实录·世祖实录·卷四［Ｍ］ ．顺治十

八年八月甲寅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４］魏源．圣武记·卷二［Ｍ］ ．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８４．
［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

心，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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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汇编［Ｃ］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０２）：
２４７－２４８．

［６］李志英．嘉夏寺事件与格鲁派在滇西北

地区的发展［Ｊ］ ．藏学学刊，２０２０（０２）：６５－７５．
［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

心，等．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Ｃ］ ．北
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

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Ｍ］ ．呼和浩特：内蒙古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９］张晋生．雍正·四川通志·卷十九·土

司［Ｍ］ ．钦定四库全书影印本．
［１０］曹抡彬．乾隆·雅州府志·卷十［Ｍ］ ．

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９．
［１１］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Ｍ］ ．北京：中华

书局，２００６：４８０．
［１２］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五世达

赖自传（下）［Ｍ］ ．陈庆英，马连龙，译．北京：中国

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３］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Ｍ］ ．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４］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五十四［Ｍ］ ．

康熙十四年四月乙卯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１５］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元以来西藏地

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２） ［Ｍ］ ．北
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５６．

［１６］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五一［Ｍ］ ．康
熙十三年十二月庚子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１７］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Ｍ］ ．哈尔滨：黑
龙江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３１．

［１８］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七十三［Ｍ］ ．
康熙十七年四月乙未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１９］清实录·圣祖实录［Ｍ］ ．康熙十九年

五月辛丑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２０］ ｌｈａ ｓａ ｃｈｏｓ ＇ｋｈｏｒ ｄｐａｌ ｎａｓ ｓａｎｇｓ ｒｇｙａｓ

ｍｇｏｎ ｌａ ｇｎａｎｇ ｂａ＇ｉ ｂｋａ＇ ｔｈａｍ．ｒｇｙａｌ ｔｈａｎｇ ｇｉ ｌｏ ｒｇｙ⁃
ｕｓ ｙｉｇ ｔｓｈａｇｓ ｄｐｙａｄ ｇｚｈｉ ｐｈｙｏｇｓ ｂｓｇｒｉｇｓ［Ｍ］ ． ｙｕｎ
ｎａｎ ｍｉ ｒｉｇｓ ｄｐｅ ｓｇｒｕｎ ｋｈａｎｇ，２００３：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８－１２　 责任编辑：丁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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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ｄ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Ｋｈａｍ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Ｌｉ Ｚｈｉｙｉｎｇ１， Ｔｉａｎ Ｍａｏｗａｎｇ２

（１．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０６４，Ｓｉｃｈｕａｎ；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Ｍｉｎｚ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０４１，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１４， ＮＯ． ３， １２６－１３３， ２０２３ （ＣＮ５１－１７３１ ／ Ｃ，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９３９１．２０２３．３．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Ｄａｊｉａｎｌｕ （ｏｒ Ｄａｒ－ｒｔｓｅ－ｍｄｏ）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Ｊｉｎｓｈａ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Ｋｈａｍ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ｈｕｂ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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